
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经济犯罪的司法认定探究
*

赵 静

( 华东政法大学，上海，200042)

摘 要: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经济犯罪的案件中，对单位与自然人实现正确、合理的定罪量刑应当遵循以下规则:
在定罪方面，若单位与自然人所涉罪名不同，应当区分情况、分别认定;在量刑方面，应当先确定单位与自然人分别在何种
范围( 即多少数额) 内承担刑事责任，再根据各自的起刑点与量刑标准进行刑罚裁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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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下，虽然仍有学者对单位能否成为共同犯

罪的主体持怀疑态度，但是随着理论的发展与实

践的推进，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已经对此作出相

当多的规定，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在此问题上的

认识也逐渐趋同，“肯定说”的主导地位已然成为
共识。尤其是在单位犯罪最为活跃的经济犯罪领
域，单位与单位、单位与自然人相互勾结，实施违
法犯罪活动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，对我国经济秩

序、经济安全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与困扰，引
起了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。
然而，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经济犯罪的

领域，单位主体的特殊性、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
的复杂性，罪刑规范的不一致以及相关理论与立

法的欠缺，导致了实务部门在司法认定、处理过程
中的不统一与混乱局面。本文即主要针对这一现
象，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经济犯罪领域内，对单位

与自然人如何定罪量刑等问题展开探讨，以期为

司法实践提供指引与参考，规范司法认定。
一、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经济犯罪的罪名认定

问题

首先应当明确的是，由于单位主体的特殊性，

单位犯罪以刑法明文规定为限，因此，单位与自然

人共同经济犯罪的范围也仅限于刑法明文规定单

位可以成立的罪名。
依据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，在单位与自然人

共同实施经济犯罪的领域，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两

者所涉罪名是相同的，如集资诈骗罪、保险诈骗罪
等，但是在有些情况下，其可能基于主体的不同而

涉嫌不同的罪名，如贷款诈骗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
受贿罪等。此时，我们应当如何加以认定呢? 刑
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:

其一，主犯决定说，即以共同犯罪中主犯所涉

罪名进行统一认定; 其二，分别定罪说，即对单位

与自然人根据各自所涉罪名分别加以认定; 其三，

实行犯决定说，即以共同犯罪中实行犯所涉罪名

进行统一认定; 其四，身份犯比照说，即主张把单

位犯罪看作身份犯，比照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

同犯罪的原理加以认定。［1］

在笔者看来，上述观点均存在致命的缺陷，或

有违刑法的基本原理，或不足以有效指导实践的

进行。
其一，主犯、从犯属于量刑问题，“主犯决定

说”欲以量刑问题决定罪名认定，违反了先定罪
后量刑的实践顺序，且无法解决单位与自然人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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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主犯时的罪名认定问题。其二，“分别定罪说”
不考虑单位与自然人共谋实施犯罪的客观现实，

一律分别认定，存在违反共同犯罪基本原理之嫌，

更容易导致罪刑的失衡。其三，“实行犯决定说”
看似合理，却忽略了单位与自然人主体的差异性，

当单位为实行犯，且该罪名只能由单位构成时，对

自然人以同一罪名认定，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

则的基本精神; 更何况，即使所涉罪名单位与自然

人均可以构成，也存在着两者同为实行犯时将无

所适从的困境。其四，“身份犯比照说”将单位与
自然人共同犯罪简单类比为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

共同犯罪，忽略了单位主体的特殊性、单位与自然
人各自不同的犯罪范围等问题，足不可取。
笔者认为，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经济犯罪

活动，但所涉罪名不同时，应当区别情况，分别加

以认定:

情形一: 自然人所涉罪名只能由自然人构成;

单位所涉罪名既可以由自然人构成，也可以由单

位构成，如单位甲与自然人乙为牟取不法利益，合

谋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。笔者认为，在这种情形
下:

若单位为实行者，自然人只是进行教唆或者

提供帮助的，则应当一致认定为合同诈骗罪。这
样既符合我国共同犯罪理论的基本原理，在定罪

量刑上也并不违反罪刑法定、罪刑均衡等原则的
要求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若自然人为实行者，单位只是进行教唆或者

提供帮助的，则应当以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

分别认定，两者在合同诈骗的重合范围内成立共

犯。这是因为: 第一，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，
否则将致使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的整个设置与架构

遭受毁灭性打击; 第二，多数情况下，针对自然人

犯罪所设置的法定刑也并不适合单位犯罪的“双
罚制”框架与刑罚轻缓化要求，容易导致罪刑的
失衡。
若单位与自然人同为实行者的，则同样应当

以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分别认定，两者在合

同诈骗的重合范围内成立共犯，理由正如上文所

述。
情形二: 自然人所涉罪名只能由自然人构成，

而单位所涉罪名同样只能由单位构成，如国有单

位丙与国家工作人员丁相互勾结，在经济活动中

收受回扣、手续费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。

笔者认为，在这种情形下，由于刑法对同一主

客观行为基于单位与自然人主体的不同分别规定

了不同的罪名，因此前文所述规则便不能再适用

了，应当就单位与自然人各自所涉罪名———单位
受贿罪与受贿罪分别定罪论处，两者在收受贿赂

的重合范围内成立共犯。这是因为: 若在单位为
实行者，自然人为教唆者或者帮助者时，认定两者

共同成立单位受贿罪，则一方面，“双罚制”中单
位的罚金刑无法在自然人身上得到体现与依托;

另一方面，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，单位犯罪的法定

刑一般较自然人犯罪轻，自然人帮助单位实施经

济犯罪的，其社会危害性往往大于自然人帮助其

他自然人实施经济犯罪，而所适用的法定刑反而

较轻，这显然违反了罪刑相均衡原则。
情形三: 单位和自然人共同实施刑法规定只

能由单位构成的经济犯罪，如单位戊与自然人己

合谋，共同实施妨害清算行为的。
笔者认为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基于前文所述理

由，也应当分别加以认定: 单位毫无疑问成立妨害

清算罪; 至于自然人己，若其行为符合其他罪名

的，如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、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
实罪等，则依其所犯罪名认定，两者在重合范围内

成立共犯; 若其行为不符合其他罪名的，则不作犯

罪论处，两者不成立共同犯罪。
二、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经济犯罪的刑罚裁量

问题

( 一) 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经济犯罪的，应
当在何种范围( 即多少数额) 内承担刑事责任
经济犯罪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“数额”

的重要性，即大部分经济犯罪均为“数额犯”，以
犯罪数额的多少作为出罪入罪、刑罚裁量的主要
参考标准。共同经济犯罪的数额认定较之单独犯
罪更加复杂和困难，这也是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经

济犯罪司法认定过程中最为棘手的难题。
对于共同经济犯罪中，单位与自然人分别应

当在何种范围( 即多少数额) 内承担刑事责任的

问题，理论学界可谓观点林立、各自为战，而司法
解释虽然偶有涉及，但是观点零落、散乱，没有一
个统一的标准，因此导致了实践中的困境。稍作
总结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对于该问题，刑法理论与司

法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:

其一，分赃数额说，主张共同犯罪的各成员只

对自己实际分得的赃款额承担责任; 其二，分担数

—92—

赵 静: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经济犯罪的司法认定探究



额说，主张共同犯罪的各成员只对各自“应当分
担”的数额承担责任; 其三，参与数额说，主张共
同犯罪的各成员只对自己实际参与的数额承担责

任; 其四，犯罪总额说，主张共同犯罪的各成员均

应对共同犯罪的总数额承担责任，这也是现在理

论界的通说与实践中的通行做法。［2］

笔者认为，上述观点均无法很好地契合刑法

理论与司法实践的需求，其一，“分赃数额说”过
分割裂了共同犯罪人之间的整体性，更无法解决

犯罪完成后不分赃或未来得及分赃的责任承担问

题。其二，“分担数额说”人为地将责任进行分
割，可能面临共同犯罪参与人数越多、危害越大，
个人责任承担却越小的矛盾。其三，“参与数额
说”强调罪责自负，看似十分合理，但是对于何为
“参与”———是“参与犯罪”还是“参与实行”却始
终语焉不详。更何况，若是“参与犯罪”，则其与
“犯罪总额说”的范围并无二致; 若是“参与实
行”，则其只能解决实行犯的责任认定，无法解决
实行犯之外、实施组织、领导、策划、帮助等活动
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。至于目前通行的“犯
罪总额说”也并非万全良策，共同犯罪危害性确
实远远高于单独犯罪，但是否应当成倍放大、简单
相加? 会否导致刑事责任的无限膨胀? 不论成员

作用、地位大小，一律“部分实行全部责任”是否
有失公正? 这些都是“犯罪总额说”在理论与实
践中面临的拷问与隐忧。
在对上述观点进行分析、批判与整合之后，笔者

认为，对于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经济犯罪领域内各成

员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，应当区分情况，分别认定:

一部分成员对犯罪总额承担责任，其他成员则只对

分赃数额或分担数额承担责任。具体来说: 其中的
主犯( 如教唆者、主要实行者等) 应当对犯罪总额承
担刑事责任; 而其中的从犯( 如帮助者、次要实行者
等) 则应当以其分赃数额论，只在其分得的赃款额范

围内承担刑事责任，若事后不分赃或尚未来得及分

赃的，则可根据具体情况，以分担数额论，只在其应

当分担的比例范围内承担责任。如此，既避免了上
述单一标准存在的不合理之处，又基本符合罪责自

负、罪刑均衡的要求与加大打击共同犯罪的刑事政
策导向，可谓两全之策。

( 二) 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经济犯罪的，起
刑点与量刑标准认定
在确定了共同经济犯罪的各成员分别在何种

范围( 即多少数额) 内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之后，

最终实现对单位与自然人合理、正确的定罪量刑
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: 即两者的起刑点与量刑标

准应当如何认定?

纵览我国经济犯罪领域刑法条文以及相关司

法解释的规定，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，除少数罪名

外，对单位与自然人均规定了不同的起刑点与量

刑标准，单位犯罪的起刑点与量刑标准大多远远

高于自然人犯罪，通常为后者的 3 至 5 倍、甚至
10 倍。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经济犯罪的，若分
别以不同的罪名认定，则起刑点与量刑标准当然

各依刑法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并不存在

疑问; 但若以同一罪名认定，便面临究竟是依据自

然人标准、单位标准还是双重标准的问题了。对
此，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

点:

其一，自然人标准说，主张采用就低标准有利

于有效、全面地打击犯罪; 其二，单位标准说，主
张采用自然人标准会不当扩大对单位犯罪的打击

面; 其三，双重标准说，主张在对自然人与单位进

行刑罚裁量的过程中，应当各依标准，分别认

定。［3］当然，除此之外，还存在主犯标准说、实行犯
标准说、区别标准说等众多观点，但由于其本质均
属于自然人标准、单位标准或双重标准的其中一
种或几种，故在此不再加以赘述。
对此，笔者认为，其一，“自然人标准说”确实

不当地扩大了对单位犯罪的打击面，不符合单位

犯罪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导向; 其二，“单位标
准说”则正好相反，不当地缩小了对自然人犯罪
的打击面，有轻纵犯罪之嫌。因此，统一标准实不
可取，笔者赞同双重标准说，即在对自然人与单位

进行刑罚裁量的过程中，应当各依标准，分别认

定。如此，不仅符合了我国刑法对于单位和自然
人犯罪分别规定不同起刑点与量刑标准的立法意

图，也合理控制了犯罪的打击面，不至于过分扩大

或缩小。
有反对者表示，“双重标准说”并非畅行无

阻，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放弃适用，否则将导致罪刑

的不均衡，有违刑法正义的要求。其认为，在一起
共同经济犯罪案件中，若作为主犯或者实行犯的

单位由于未达到单位犯罪的起刑点数额而不构成

犯罪，则作为从犯或者帮助犯的自然人，即使已经

达到了个人犯罪的起刑点要求，也应当认为不构

—03—

第 16 卷总第 64 期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4 期



成犯罪。这是因为，依据刑法上的当然解释原理，
当重度危害行为( 即共犯中的主要实行行为) 不

构成犯罪时，同类的轻度危害行为( 即共犯中的

次要实行行为或帮助行为) 也应当当然地解释为

不构成犯罪。［4］

笔者认为，上述反对者的观点看似合理，其实

不然。
第一，该观点只是在共同犯罪内部、从主从关

系与事实评价的角度来衡量社会危害性的轻重，

而没有考虑到单位与自然人主体的差异性与刑法

评价上的社会危害性轻重。若某一司法解释规定
自然人犯罪“数额较大”的标准是 10 万，单位犯
罪“数额较大”的标准是 50 万，这就表示，自然人
实施该犯罪活动只要达到 10 万，便属于刑法评价
上的重度危害行为，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; 而单位

实施该犯罪活动即使达到 40 万，也仍然属于刑法
评价上的轻度危害行为，不成立犯罪。因此，该观
点的立足点与论证前提存在重大错误，其结论自

然也不足采信。第二，接着前面的例子，若依据该
观点，则可能出现自然人帮助单位共同实施经济

犯罪活动违法所得 40 万元，由于未达到单位犯罪
标准而不认定为犯罪; 而自然人帮助其他自然人

共同实施经济犯罪活动违法所得 10 万元，却因为
达到了自然人犯罪标准而定罪处刑的情形。仅仅
由于帮助的对象不一样，而导致相同行为的自然

人受到不同的对待，何尝不有违公平正义、存在放
纵犯罪之嫌; 更何况，依照该观点的说法，前者的

社会危害性也是远远高于后者，岂非同样不符合

罪刑均衡的要求? 因此，该观点本身便是思虑不

周、失之偏颇的。第三，前文中笔者已经论证，共
同经济犯罪中从犯( 帮助者、次要实行者等) 应当
只在其分赃数额或者分担数额范围内承担刑事责

任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“双重标准说”由于

量刑标准不统一带来的事实层面的公正性拷问。
因此，笔者认为，除非修改刑事立法与司法解

释使得标准趋同，否则我们不应当人为地统一标

准来解决量刑上的不一致。这是因为: 一方面，起
刑点与量刑标准的不同是刑法基于单位犯罪的立

法意图所确立的，是刑事政策选择的结果，实行

“双重标准说”正是体现罪刑相均衡原则的应然
之选; 另一方面，“双重标准说”也并没有违反共
同犯罪的基本原理与定罪量刑规则。
三、综述
综上所述，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经济犯

罪的领域内，对单位与自然人实现正确、合理的定
罪量刑应当遵循以下规则: 在定罪方面，若单位与

自然人所涉罪名不同的，应当区分情况、分别认
定; 在量刑方面，应当先确定单位与自然人分别在

何种范围( 即多少数额) 内承担刑事责任，再根据

各自的起刑点与量刑标准进行刑罚裁量。
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经济犯罪的司法认定问题

在理论上的复杂、艰涩，在实践中的混乱、不规范
已经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，相信理论

研究的发展与深入，相关立法、司法解释的出台指
日可待。故暂作拙文，以期抛砖引玉之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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